社会资本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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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资本作为无形资本的重要组成，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有力保证。基于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但整个空间呈现不均衡的阶梯状分布格局；（2）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并非完全线性相关，结构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而认知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3）R&D人力投入、R&D资金投入和教育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均呈现显著正效应，其中教育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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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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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apital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corporeal capital, is a strong guarantee of improv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 provinc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9 to 2014, using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ut whole space largely shows the unbalanced ladder-like distribution pattern;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not completely linear correlation.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has no remarkable effe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t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bring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3) R&D personnel, R&D expenditure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br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mong them, effect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most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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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新常态”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实施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合纵连横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1]。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破解区域供给与需求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必然选择，区域的发展关键在于区域的创新能力。社会资本作为无形资本的重要组成，被证明对促进经济增长[2][3]、提升创新绩效[4]、加强环境保护[5]等非常关键，作为能够强化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的网络、信任与规范，已成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催化剂[6]。
近年来，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Schienstock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知识数量及多样性来影响区域创新能力[7]。李新功指出，社会资本通过在区域内形成技术创新的文化风俗和政策等条件，创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社会氛围，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6]。柳剑平等人分别考察了社会资本的社会特性和资本特性对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机理[8]。黄栋等[9]、施建刚等[10]、丁焕峰等[11]也指出，社会资本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有力保证。
然而，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关系，上述研究忽略了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Kaasa指出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欧洲地区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12]。因此，一些学者从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出发，探索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杨宇和沈坤荣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专利申请数不存在显著影响，对技术市场成交额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专利申请数具有显著负效应，对技术市场成交额具有显著正效应[13]。赵雪雁等研究发现，信任维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规范维度和网络维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具有负向影响[14]。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应，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大多数学者基于传统计量方法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忽略了地理邻近所引起的数据空间相关性对模型的影响，从而出现模型设定偏误的现象。因此，本文以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空间计量分析角度出发，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探究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结构维度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显著性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假设
2.1.1  社会资本
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提高社会效率[15]，已成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催化剂。周立军[16]和施建刚[10]认为社会资本能增进主体间的信任，加速区域内隐性知识等创新资源的互动和共享，促进研发能力的提升。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区域主体间的协作和学习，并能够加快区域技术创新的扩散，减少区域创新的风险，增强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本文沿用Norman Uphoff的划分方法，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与结构型[17]。根据Kaasa[12]、赵万掌[18]、赵雪雁[14]等人的研究，选取各地区社会组织数来衡量社会资本结构维度。根据张维迎[19]的研究成果，以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总人口）作为衡量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的指标。本文基于这两个维度研究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假设1：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效应；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效应。
2.1.2  R&D人力投入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力资源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人力投入是影响区域创新产出增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科研人员是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创新的中坚力量，科研人员的创新行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尤为重要[20]。李国富等人认为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1]。鲁亚军的研究表明，R&D人力投入和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关系[22]。本文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R&D人力资本投入。假设2：R&D人力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效应。
2.1.3  R&D资金投入
史修松等人研究发现，创新经费投入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23]。鲁亚军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R&D经费投入能够显著提高一个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22]。王家庭等人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区域R&D资金投入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R&D资金投入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4]。本文选取政府研发投入来衡量R&D资金投入。假设3：R&D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效应。
2.1.4  教育环境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基础教育投入强度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随着时代的推移，知识成为最具战略价值的资源，高校在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愈发明显。高月姣等研究发现，高校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影响，且高校——科研机构与政府的交互作用对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正向作用[25]。钱晓烨等人的实证结果表明，从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6]。根据颜莉[27]、金凤花等[28]人的研究成果，以普通高等学校数来衡量创新教育环境。假设4：教育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效应。
2.2  变量设计
（1）区域创新能力指标
本文以区域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大多学者习惯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29]、新产品产值[30]、专利申请受理量[12]衡量区域创新能力，但由于专利申请授权量指标的通用性、一致性和易得性，本文选取最能体现创新能力的每年各地区实际的发明专利授权量（RIC）衡量区域创新能力。
（2）社会资本指标
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具体见表1）。严成樑[2]以及赵丽丽等[31]从信息共享与相互沟通的角度出发，采用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电话使用频率作为区域社会资本的替代指标；Nahapiet[32]、彭文慧[3]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出发，研究了区域社会资本测度问题；赵雪雁等[14]从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维度（信任、网络、规范）出发，分别采用信任度、社会组织密度、无偿献血率作为替代指标，对其进行测量；赵万掌[18]、Norman Uphoff[17]以及杨宇等[33]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与结构型，主要从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出发寻求替代指标。
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信任以及社会参与来衡量社会资本的。本文沿用Norman Uphoff的划分方法，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指标借鉴Kaasa、赵万掌、赵雪雁等人的研究，选取各地区社会组织数（SOR）来衡量。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的指标借鉴张维迎的研究，选取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总人口）（TRU）来衡量。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区域创新能力还受到区域R&D人力、资金投入以及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20][22][27]。为了有效地研究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各地区R&D人员全时当量（R&DP）、各地区政府研发投入（R&DI）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数（EDU）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
表1  国内相关文献有关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作者
	文章
	维度或角度
	测量指标

	杨宇等[33]（2010年）
	社会资本、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认知维度、结构维度
	信任加权值、民间组织密度

	赵万掌[18]（2011年）
	社会资本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结构维度、认知维度
	社会组织数、城市化水平

	严成樑[2]（2012年）
	社会资本、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
	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
	互联网使用频率、电话使用频率

	彭文慧[3]（2012年）
	社会资本、外资行为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差异
	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
	就业结构、出口结构、规模特征、合资企业比例、合作企业比例、独资企业比例、外资企业注册数量

	赵雪雁等[14]（2015年）
	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信任维度、网络维度、规范维度
	无偿献血率、信任度、社会组织密度

	赵丽丽等[31]（2015年）
	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
	信息共享与相互沟通角度
	互联网使用频率与电话使用频率之和


2.3  模型设定
Anselin认为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前者表示被解释变量除了受自身所在地区的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其相邻地区该变量的影响；后者表示被解释变量既受所在地区的因素影响，也受跨地区相关因素的影响[34]。LeSage在前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出了空间Durbin模型，同时包含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本地作用和各地区空间作用交互的复杂空间系统，同时包含上述两种空间效应，因此空间Durbin模型的应用更符合理论框架和现实推断。同时由表2可知，空间面板模型的Wald和LR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一个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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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拒绝，说明本文选择空间Durbin模型更为合适。
表2  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
	检验
	统计值
	P值

	Wald_Spatial_lag
	14.98
	0.0047

	LR_Spatial_lag
	43.73
	0.0000

	Wald_Spatial_error
	148.01
	0.0000

	LR_Spatial_error
	43.47
	0.0000


本文重点研究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但是区域创新能力还受到R&D人力、资金投入和创新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设定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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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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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其它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包括方向和大小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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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于相邻效应的0-1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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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参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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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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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其它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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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向量。模型中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一是将影响RIC因素的非线性关系线性化并便于估计，二是可以削弱序列的共线性、异方差、非平稳性等问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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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一是表示当前RIC一般会以上一期作为参照，二是可以减弱内生性干扰。
2.4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共九省二市（图1），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我国“T型”发展战略的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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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分布图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与统计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表3  变量名称、测度指标和指标符号
	变量名称
	测度指标
	指标符号

	区域创新能力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RIC

	社会资本
	社会组织数
	SOR

	
	城镇人口比重
	TRU

	R&D人力投入
	R&D人员全时当量
	R&DP

	R&D资金投入
	政府研发投入
	R&DI

	教育环境
	普通高等学校数
	EDU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ean
	Std. Dev.
	Min
	Max
	Observations

	RIC
	4376.803
	4497.246
	322
	19671
	66

	SOR
	20677.89
	12357.46
	6429
	71571
	66

	TRU
	52.26621
	14.73185
	29.89
	89.6
	66

	R&DP
	94094.98
	85893.54
	11365
	401919.7
	66

	R&DI
	61.77879
	53.05738
	5.55
	225.76
	66

	EDU
	94.4697
	31.25538
	47
	159
	66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按照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要采用Moran’ I指数检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就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应用Stata13.0计算区域创新能力RIC的Global Moran’ I，结果如表5所示：2009-2014年，统计量Z值都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1.96，P值都小于0.01，Global Moran’ I都显著为正，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创新能力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显著集聚，即呈现创新能力高的地区趋于和创新能力高的地区相邻，创新能力低的地区趋于和创新能力低的地区相邻的空间关联特征。
表5  区域创新能力RIC的Global Moran’ I
	
	I
	E(I)
	Sd(I)
	z
	p-value

	2009
	0.549
	-0.100
	0.196
	3.309
	0.001

	2010
	0.538
	-0.100
	0.198
	3.226
	0.001

	2011
	0.532
	-0.100
	0.196
	3.225
	0.001

	2012
	0.508
	-0.100
	0.189
	3.221
	0.001

	2013
	0.505
	-0.100
	0.183
	3.308
	0.001

	2014
	0.480
	-0.100
	0.182
	3.191
	0.001


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Moran散点图（图2），可以看出：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上海、江苏、浙江位于“H-H区”（第一象限），该象限内各地区创新能力均较高，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高值集聚区；安徽、江西位于“L-H”区（第二象限），该象限内各地区处于“H-H区”边缘，自身创新能力相比较低，具有较弱的空间关联性，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过渡区；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位于“L-L区”（第三象限），该象限内各地区创新能力均较低，在空间上具有同质性，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低值集聚区。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地区占总数的82%，进一步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空间结构性和空间关联性。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呈现图3所示的下游地区创新能力持续领先而中上游地区连片低下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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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创新能力RIC的Moran散点图(2009、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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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3.2  空间计量估计与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已经证明了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结构性，需要建立空间回归模型。传统OLS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社会组织数、政府研发投入等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不一致且显著性不强，更表明该模型可能遗漏了重要解释变量——空间关联效应，因此，本文采用空间Durbin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空间Durbin模型估计的Hausman检验结果为：chi2(6)=298.47，Prob＞chi2=0.000，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被拒绝，本文应该选择空间Durbin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即表6的模型（2）。
表4  OLS和SDM回归结果比较
	
	传统OLS模型
	空间Durbin模型

	
	（1）
	（2）
	（3）

	main
	
	
	

	lnSOR
	-0.0770
	0.128
	-0.136*

	
	(0.761)
	(0.374)
	(0.088)

	lnTRU
	2.896***
	0.295***
	-0.592***

	
	(0.002)
	(0.000)
	(0.003)

	lnR&DP
	0.946***
	0.138*
	0.350***

	
	(0.001)
	(0.098)
	(0.002)

	lnR&DI
	-0.0609
	0.371***
	0.0101

	
	(0.604)
	(0.001)
	(0.848)

	lnEDU
	1.734*
	1.101**
	-0.337***

	
	(0.055)
	(0.022)
	(0.000)

	L.lnRIC
	
	0.381***
	0.854***

	
	
	(0.000)
	(0.000)

	_cons
	-20.78***
	
	2.630**

	
	(0.000)
	
	(0.010)

	Wx
	
	
	

	lnSOR
	
	-0.118
	-0.124***

	
	
	(0.434)
	(0.000)

	lnTRU
	
	-0.538
	0.0149

	
	
	(0.150)
	(0.903)

	lnR&DP
	
	0.131**
	0.111***

	
	
	(0.030)
	(0.009)

	lnR&DI
	
	-0.195***
	-0.0615***

	
	
	(0.000)
	(0.001)

	lnEDU
	
	-0.00943
	0.0521

	
	
	(0.963)
	(0.488)

	Spatial rho
	
	0.0789***
	-0.0119

	
	
	(0.006)
	(0.643)

	R2
	0.909
	0.641
	0.988


p-value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参照main估计对估计系数进行分析，main估计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自回归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某区域解释变量对该区域被解释变量的作用。间接效应是指除某区域之外的周边地区解释变量对该区域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空间自回归效应是指不同区域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35]。
与预期理论假设不符，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与所选的代理变量有关，社会组织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指标只显示了微观、网络基础的社会资本定义，且随着时间变化，社会组织密度的测量不能体现组织类型间的重要性质差异[36]。另外，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崛起，政府的双重管理制度严重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导致社会组织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大。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周边地区的结构社会资本对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未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社会资本认知维度与专利申请授权量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信任度增加1%，则区域专利授权量会增加0.295%。信任度能增进主体间的信任，加速区域内隐性知识等创新资源的互动和共享，促进研发能力的提高。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区域主体间的协作和集体学习，并能够加快区域技术创新的扩散，减少区域创新的风险，增强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周边地区的认知社会资本对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未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与多数经验研究类似，R&D人力投入与专利申请授权量在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R&D人力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区域创新能力随之提高0.138个单位，这表明区域的R&D人力资本投入越多，其创新能力越高。R&D人力投入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除该区域之外的周边地区的R&D人力投入对该地区的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科研人员呈现出知识溢出效应。
与经验研究文献相似，R&D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D资金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区域创新能力随之增加0.371个单位。实证结果表明，任何创新产出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投入，增加R&D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很大的影响。而R&D资金投入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除该区域之外的周边地区的R&D资金投入对该地区的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影响。由于区域研发经费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一个地区要想获得更多的研发经费投入，其周边地区由于竞争效应必将削减该地区获得更多研发经费的机会[37]。
教育环境与专利申请授权量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教育环境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区域创新能力随之提高1.101个单位，这表明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教育资源越多越集中，区域专利申请授权数越多，即区域创新能力越强。在所考察的5个影响因素中，区域的教育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教育环境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周边地区的教育环境对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未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检验结果中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创新发展产生显著的空间扩散作用。地理位置的相邻，有助于地区之间创新知识或者技术的扩散，有助于邻近地区创新资源要素的共享，从而会促进地区之间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22]。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共九省二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以R&D人员全时当量、政府研发投入、普通高等学校数作为控制变量，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到结论和启示如下：
（1）通过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的Moran’s I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表明相邻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创新能力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显著集聚。
（2）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这说明社会资本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认知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显著的正效应，应该进一步深化区域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信任网络；加强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和有效的规范制度；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
（3）R&D人力投入、R&D资金投入和教育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域研发经费之间存在竞争效应，政府应加强区域R&D资金投入和合理引导研发资金流向。研发人员投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完善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学术交流以及产学研发合作，从而促进区域创新之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和区域创新集群的辐射作用[37]。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教育资源越多越集中，区域创新能力越强，加大区域教育投入力度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
（4）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依赖效应不容忽视，区域创新能力自身的滞后型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的滞后型空间效应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区域创新能力空间依赖效应的存在表明相邻地区空间相互作用会显著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各地区应积极推动与其相邻地区的合作，通过资源要素共享、科技合作、产业关联、市场互通等方式提高区域创新能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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